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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又一重大创新。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

的突破，更在于其实践指导意义上的深远影响。“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一个审视和化解“古今中

西之争”难题的新思维。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内蕴于“第二个结合”之中的古与今、中与西的辩

证关系，是理解和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视角。当下，“古今中西之争”的相关研究虽跳

脱不了前人的研究范式，但其内涵会随着时间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得不同，需要在新时代的独特

视域下去观察和厘清。“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可能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内容上契合，视域上融合，特征上吻合。其中，无论是从马克思主

义独有的特质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上，还是基于两者高度的契合性，都表明“第

二个结合”为化解这一“争端”提供了极大可能。为此，在新时代的独特大背景下，在“第二个结

合”统摄下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古今中西”文化对话机制；丰富结合载体，推动“古今中西”文

化和谐共生；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可助推“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

中西之争”难题的实现，达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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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西之争”已是文化界、理论界的

老生常谈，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争论

颇多，但一直以来都未能给出一个有效的化解

方案，致使有些不良思潮沉渣泛起。2021年7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

这个新的概念，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第二个结合”，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

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

握。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内蕴于“第二个结合”

之中的古与今、中与西的辩证关系，致力于构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既是对“古今中西之争”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回应，也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独特解决方案。由此而言，在前人研究范

式的基础上尝试着去归纳“古今中西之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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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第二个结

合”化解此争论的可能性，尝试探索在“第二个

结合”的指导下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时代

实践进路，无疑将有助于系统理解推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

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内涵

时代不同，“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会有所

区别，但尽管如此，其方向具有大致的一致性。

在新时代的独特视域下，“古今中西之争”被赋

予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不仅关乎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更涉及民族精神的塑造与国家的

文化安全，需要进一步去观察和厘清。

（一）“古今之争”是何为

何为“古今之争”？有学者认为，“古今之

争”是“一个文明体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大概会在时间轴或者说‘历史’层面上碰到如

何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2]有学者持相反

观点认为，“古今之争绝非以‘时间’或‘世代’

划界，而是以‘思想’‘灵魂’和‘政制’之类型

划界”。[3]有学者将“古今之争”概括成三个必

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

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

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还有学者

认为，“古今之争”是“一种前沿性和社会性的

文化现象”。[4]也有学者认为，“古今之争”本来

含义关乎时间关系，从其特定历史内涵看，这种

时间关系又具体展现为传统和现代之辩。[5]还

有学者认为，“古今之争源于‘历史’立场之争：

即理解西方文化对落后国家民族文化的殖民侵

略是运用‘历史’范畴”[6]，等等。从上述的学术

界所做的探索来看，对于何为“古今之争”问题

的研究和概括有一个大致方向的一致性。即总

的来看“古今之争”是要处理好前代文化与当代

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诚然，当下“古今之争”问题的理解跳脱

不了前人的研究范式，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

来看待。在文化本身视角来说，“古今之争”是

“古”文化与“今”文化之争；就各持己见的学

者而言，“古今之争”则是表现为各种学派之间

的争论。

首先，就文化本身的视角来看，其实“古今

之争”早已有之。“时间无始无终，因此每一个历

史阶段都存在‘古今’问题，即‘古今之争’。”[4]

在人类诞生以来，有了实践，文化也就伴随着产

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前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就

已然在生产着。任何时代古文化和今文化都是

共存并行、夹糅共生的。这也就意味着“古今之

争”已然存在和出现。但在实际意义上说，单论

文化本身的话，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争端，

而需要一种助力推动。因为，文化是一种上层建

筑，其本身并不会因时代处境为自身搏一点空

间和利益。况且，在马克思看来，属于上层建筑

的文化还受制于经济基础，最终受生产力所支

配。但，文化一旦有了助力——人类，结合了人就

会发生不一样的效果。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7](P669)与人相结合的文化同样也会

创造或发生些什么。典型的结果就是各持己见

的文化学派。即上述所说的“古今之争”的另一

种表现形式，在历史上也是“古今之争”主要的

表现形式。其典型的观点代表就是“传统文化

复兴论”。其主要观点是回归古文化，用古文化

当中的智慧来救中国和建设中国，认为中国古

文化中包含着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智慧和

方案。[8](P118)基于史实和时下的实际，我们可以

明显地发现，他们所坚持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走向了片面和极端。这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热衷显得过于自信，甚至达到了自负的程

度。实质上，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精髓和

精华，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要深入挖掘和

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汲取中华文化精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一

代代传承下去。”[9](P199)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完全“复

古”，甚至拜倒在古人的脚下，而是要有选择性

地进行，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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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度至关重要。

需要指出，“传统文化复兴论”并不都是一

无是处，实际上，它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

视，所彰显出的强烈民族主体意识和文化主体

意识，无疑是必要而颇具价值的。这一点对时

下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颇具启

示意义。

那么，“古今之争”是何为？总结起来就是

“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关系矛盾的存在

体，实质上表现为各持己见的学者之间的争论

不休，即崇古者和崇今者之间观点的分歧。他

们有典型的代表观点，即“传统文化复兴论”

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处于苦难当中的民族

和国家谋一个光明的出路，给中华文化谋一个

美好的未来。虽其中存在极端和片面之误，但

辩证看待，也有其优势成分。究其根源，是因为

缺少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思想进行筛选和指导。

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运用将会从根本上

化解这一论争，实现古今融通，继承创新，文化

振兴，民族富强。

（二）“中西之争”是何为

何为“中西之争”？有学者认为“中西之争”

是“在空间轴或者说‘地理’层面上碰到如何

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2]也有学者持相同观

点，指出“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决定了其必然

会面临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即中

西之争问题。[10]有学者认为：“中西之争是源于

‘地理’立场之争，即理解西方文化对落后国家

民族文化的殖民侵略是运用‘地理’范畴。”[6]

还有学者指出：“‘中西’问题，从外在形式看

首先涉及空间之域，但其中又包含着文化内涵，

后者主要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问题。”[5]

从学术界对“中西之争”所作的探讨可见，对于

何为“中西之争”问题的概括和界定具有一个

大致方向的一致性。即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怎

么去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处在

时下，全球化席卷各个国家，地球逐渐向“地球

村”转变，各国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会交汇，甚至碰撞，更加要求我们在文化层面

处理好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问题。

如前述及，“古今之争”问题研究跳脱不了

前人的研究范式，“中西之争”也是一样，但时

下的我们同样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在文

化本身的视角，“中西之争”也是早已有之，只

是在19世纪之前，尤其是南宋之前，中华文化无

疑是世界上最具有先进性、活力性的文化之一，

在这种盛况下，能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的文化

是少之又少，从“天朝上国”这一词语就能领略

一二。况且，这并不是过去的遥远神话。“一喜

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

行，四夷来王。”[11](P166)魏源笔下离我们最近的

“康乾盛世”，依旧是中华民族骄傲和自豪的光

辉时代。因此那时的中华文化是先进的文化，中

国更是先进文化的生发地。而与之相反，西方

曾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笼罩中，其先进

的文化还在酝酿生成中。所以说，在当时实际上

本不存在所谓的“中西之争”。

但是在近代以降，情况发生了反转，才有了

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之争”。在近代，中国遭受

屡次失败和不平等对待之后，尤其是甲午海战

之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开始反思传统文化，

反思“中”与“西”文化之间的区别、关系，反

思中华传统文化是否适合当下国家的建设和发

展。这时就慢慢出现了“中西之争”了。这种争

论存在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各持己见的学者，即

崇西者和崇中者的争论。崇西者认为西文化优

于中文化，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全盘学习西

方。而且在20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都在经过奋斗和努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

“现代化”一词就起源于西方，这一点让崇西者

有了为观点佐证的论据，更加地坚信自己的理论

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理论。这种观点被统

称为“全盘西化论”。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

支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但是通过今天的实

际情况来看，这种观点过于极端和偏执。相对而

言，崇中者认为中华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应该完

完全全地继承中华文化中的一切，舍弃西方文化

或者外来文化，甚至舍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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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论调也不乏追

捧者。这种观点被统称为“传统文化复兴论”。

但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论调也过于极端和偏

执，不适合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实际。

特 别 需 要 强调的 是，无 论 是“全 盘 西化

论”，还是“传统文化复兴论”，本质上都否定

了当代中国人民在文化领域的主体地位。前者

将文化建设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他者”，后者

则把文化发展的决定权交给了“古人”，两者都

没有认识到当代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

核心力量，这一文化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中

国文化唯有扎根于当代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

践，才能汲取养分、茁壮成长；其发展路径、形

态模式和前进方向，必须依靠中国人民在实践

中摸索。

那么，“中西之争”是何为？从表层来看，它

是独特时代背景下文明之间的碰撞，即中华文

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正面交锋。但是这场文化

之间的交锋是以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

大门为伊始，这在一开始就注定着这场交锋的

不对等性。而联系到人，就形成了各持己见的不

同学派，具体则表现为崇中者和崇西者观点之

间的分歧。但学派观点的分歧并非简单指向文

化之间的优劣，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更为突

出的是双方在拯救民族于水火，探索实现国家

现代化路径上的一种博弈。虽然争论双方皆存

在极端和片面之误，但辩证看待，确也有其合理

成分。究其根源，是由于缺少一种科学的先进的

理论和思想进行筛选和指导。而“第二个结合”

的提出和运用将会从根本上化解这一“论争”，

形成一种既立足中华文化主体，又吸收西方文化

优势成分的文明新形态。

二、“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
中西之争”的可能性

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前代文化和当代文化、

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自然，“古今中西之争”

也会相伴而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

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化

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

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

果。”[12](P11)这种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方式是

建基在运用、践行好“第二个结合”前提下，它为

化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一）“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之争”的可

能性

“第二个 结合”化解“古今之争”何以可

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看，科学

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独有特征，而这个特质为化

解“古今之争”提供了重要契机。虽然，马克思

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盛行的西方，但它绝非资

本主义的鼓吹者，相反地，它正是在深入剖析资

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的弊端以及西方人民苦

难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问世的理论。但，马克思主

义并不是“乌托邦”，它的科学性在俄国十月革

命的胜利中首次得到了充分验证；近代以来，我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征程中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再次证明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鲜

明的基本特质，是指引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乃至指引世界人民朝着更美好未来方

向前进的真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并非所有

理论或学说皆具有科学性这种特质，它是马克

思主义独有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

主义和学说的显著标志。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具有科学性基本特质，因此为化解“古今之

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可能性。

其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来看，化解

“古今之争”需要消解前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之

间的隔阂，而消解的首要步骤就是筛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着本质的差

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

筛选出来的优秀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使其发生现代性转型和建构，才

能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基础支

撑。这种筛选过程实则正是化解“古今之争”

的过程。崇古者的偏差在于不加斟酌、囫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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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如果能够经过精挑细

选、细心甄别而后继承、创新和发展中华传统

文化，那么前代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所谓“论

争”就会自然消解，崇今者与崇古者之间的分

歧也将不复存在。换言之，对于筛选出来的中

华传统文化精华部分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创新和发展，正是两派的共识。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契合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互嵌共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工

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

性。”[12](P5)例如“重民本”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

上的政治观念相融；“求大同”的伟大理想与共

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目标相合；等

等。在两者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深

刻体会到，正是因为两者存在契合性，所以两者

才有结合的可能。而这种在契合基础上的结合，

正是化解“古今之争”的契机和钥匙。马克思

主义以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为标识，与

之结合，恰恰能够将“古”文化转化成与时代

相应的“今”文化，从而为化解“古今之争”提供

了可能。

（二）“第二个结合”化解“中西之争”的可

能性

“第二个结合”化解“中西之争”的可能性

何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来说，马

克思主义具 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两个鲜明的特

质，为化解“中西之争”提供了可能。第一，开放

性。何为开放性？以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喻，

开放意味着敞开国门，既引进外来之精华，又

让本土之瑰宝走向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身亦非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能够容

纳、吸收、融合各种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开放

体系。它主张吸收人类文明先进的、科学的成

果去丰富和发展自己，从而不断地朝着绝对真

理的方向迈进。正如列宁曾指出的那样：“马克

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

说。”[13](P87)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备开放性的

鲜明特质，从而同样赋予“第二个结合”开放属

性。这种属性就为化解“中西之争”提供了契机

和可能。第二，发展性。何为发展性？发展是一

个褒义词，它和变化的意义不一样，变化有两种

可能，一种是向好的方向变化，另一种则反之。

这并不是说发展没有倒退，而是强调发展的总

体趋势是向前的或者说向好的，即发展是前进

的、上升的运动。[14](P42)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具备发展性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

种前进的、上升的理论，是无限接近绝对真理

的一种思维方式。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

身具有这种特质，使得“第二个结合”也被同样

赋予这种属性。这种属性即为化解“中西之争”

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其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来看，中

华文化本身具有极强大的包容性，为化解“中西

之争”提供了深厚基础和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华文明

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

根深叶茂”[15]。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14日致

2023北京文化论坛的贺信上再次强调“中华民

族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16]。纵观中华民族

历史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绸

之路、茶叶之路等走向世界，还是马可波罗、利

玛窦等人来华游学，亦或是时下的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鲜明地彰显了中华民

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的

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兼容并包的特

质则为化解“中西之争”注入了强大活力。

三、“第二个结合”化解“古今
中西之争”的实践进路

“古今中西之争”问题萦绕在国人心中良

久，要彻底化解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可以以

“第二个结合”为切入口，在“第二个结合”的统

领下去寻找化解之法。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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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西”文化对话机制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

的重要举措；丰富结合载体，推动“古今中西”

文化和谐共生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

所在；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

流互鉴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之道。

（一）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古今中西”文

化对话机制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文化本就面临着古与

今、中与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某种程度上

实则就是在表现着“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矛

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并非不可化解，而是一种

可以调和的关系存在体。一方面，应加强理论研

究，即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第二个结合”。因为“第

二个结合”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

本遵循，又需要以此为理论基础。这就意味着，

在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挖

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文化内涵，将其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进行有机整合。

同时，加强理论研究也是构建“古今中西”文化

对话机制的前置性条件。换言之，加强理论深

度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化之间的对话。在加强理

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古今中西”文化的对话

机制，既遵循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

则，促进了“第二个结合”，又在这一过程中实

现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化解。加强理论研究，

尤其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17](P12)要从根本上化

解“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做到对基础原理和

理论的深入研究、阐释和融合，增强学术话语

的创新性，全面利用自身学科的特长，主动阐释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论体系及其实

践经验。[18]这既是促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

也是化解“论争”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应在深入研究理论的条件下，去

构建“古今中西”文化对话机制。一是对于“古

今之争”，对话机制的构建应注重于在“第二

个结合”的引领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

转化与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阐

释与转型的同时与现代文化对接、融合。那么，

“古”文化与“今”文化不再是矛盾体，而是一

种调和的、适配的、新的文化体。但需要注意

的是，继承不是复古，复古也不等于继承。在时

下，社会上不乏对传统文化的过度热捧，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阐释缺乏时代感，一头

扎进古人的怀抱中，文化复古主义暗潮涌动。

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精神动力，就必须摒弃这种取之就

用的观念，而是要“经过提炼、加工、整合、创

新和发展”[8](P149)，充分地体现传统性和现代性

有机统一，把握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去发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其与现代社

会需要对接，适应现代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的那样，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P194)，这为化解

“古今之争”提供了根本的方法和理论武器。二

是对于“中西之争”，构建的对话机制应注重于

寻求双方文化的共性与互补性。“不同文明完全

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

映。”[19]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

碰撞日益频繁，而“中西之争”作为我国文化领域

的重要议题，更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和理性

的态度去面对。“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

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

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

态、包容的胸怀。”[12](P10)通过构建“中西”文化

对话机制，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内涵、价值观念

和历史传统，找到双方文化的共同点，为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奠定基础。同时还可以发掘双方文

化的互补性，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推动文化

的多样性和繁荣。文化本身不会说话，“古今中

西之争”的“争”也需借助人和学派的思想去表

达出来。例如通过搭建平台、举办学术交流活

动等方式，使文化与人的思想相结合，进行多个

层面和维度的对话，展示不同的思想，从而促

进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

深入的交流与碰撞。通过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

对话和弥合，实现对“论争”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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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结合载体，推动“古今中西”文

化和谐共生

丰富结合载体，目的是为了推动“第二个

结合”更有效地展开，而“第二个结合”又是化

解“古今中西之争”之密钥，这又会持续地推动

“古今中西”文化的和谐共生。质言之，其最终

的结果只能是在促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

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

理论载体的系统性构建与有效运用，对于持续

推进“第二个结合”并确保党的创新理论深入

人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8]为了在这一独特

背景下更有效地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传播，需

要不断探索创新的结合方式与成果展现形式。

这要求我们深入考虑不同群体的独特 认知特

征，并巧妙利用现代科技、前沿传播工具以及

新兴文化产业等多样化载体，从而以更加立体

且生动的方式展现“第二个结合”所孕育的重

要理论成果。

就学术界和理论界目前的探索来看，结合

载体可以划分为传统载体、现代载体、教育载

体和社会载体等[18]。对于“古今之争”，其载体

的选择与运用应更侧重于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厚

底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巧妙融

合。通过古籍数字化、历史场景重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等形式，让古代智慧在现代

社会焕发新生。同时，鼓励文化创作者以历史

故事为灵感，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文艺作品，

以此拉近古人与今人的情感距离，促进“古今”

文化的深度对话与和谐共生。而对于“中西之

争”，其载体的选择与运用应更侧重于展现中西

文化的交融之美。既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又吸纳西方文化的精髓，孕生一种

新的文化形态。[20]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海

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形

式，搭建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桥梁。同时鼓

励艺术家和创作者以中西文化交流为题材，创

作具有跨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以此展现中西

文化的和谐共存与相互借鉴。此外，利用互联

网和新媒体平台，推动中西文化的线上交流与

互动，让更多人能够跨越地域限制，感受不同文

化的魅力，促进“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与共同

发展。

可见，不论是化解“古今之争”，亦或是化

解“中西之争”，结合载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

是非物质的，而通过丰裕“第二个结合”载体实

现化解“古今中西之争”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更

进一步而言，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

不能单纯地使用一种载体，而是要打好载体之

间的“组合拳”，多管齐下，通过这种多样化、

多元化载体，将古今中外的优秀的文化元素进

行有机结合，让它们在和谐共生的场域中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古今中西之

争”，实现“古今中西”文化的和谐共生。在全

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碰撞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在这一

趋势中既保持“本我”文化的民族性，又能够促

进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我们当下推进“第二

个结合”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秉持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

交流互鉴

“历史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兼容并蓄、开

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繁荣。”[21]秉持

开放包容，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倡

导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是新时代推动“第二

个结合”向纵深发展，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

根本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

强调“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化解“古今中西之

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说明“第二个结

合”的确是当下解决这一“论争”的“秘辛”。一

方面，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文明的繁盛、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

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22]这是为“第二个结

合”赋能的关键，也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

重点。在“第二个结合”中，不管是深入研究和

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或是两者

结合诸多成果的生产，都过程性地蕴含着开放

包容的特质。而在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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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放包容之态度更是关键。“古今之争”产

生的重要原因是“古”文化和“今”文化难以相

融，“中西之争”形成的关键因素是“中”文化和

“西”文化互相对立。秉持开放包容之态度，使

“古今”文化互促互融，“中西”文化取长补短，

才能促使“古今中西”文化达成和解，从而化解

“古今中西之争”。

另一方面，应在秉承开放包容态度前提下，

促进“古今中西”文化交融互鉴。这不仅在一

定程度上推进了“第二个结合”，也为化解“古

今中西之争”注入了动力。首先，“古今中西”文

化之间的交融互鉴，为“第二个结合”拓展了视

域，让“第二个结合”本身不仅受到本国文化的

滋养，也受到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熏陶，无疑

会在一定程度上将“第二个结合”过程推向前

进，化解“论争”。其次，“古今中西”文化之间

的交流互鉴，实则就正深处化解“古今中西之

争”的过程之中。“古今之争”产生的重要因由是

“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的隔阂没有消解，

认为“古”文化和“今”文化是两种文化，殊不

知一个中国、同种实践是产生不出两种文化的。

这种隔阂一旦消除，“古今之争”便自然消解。而

“中西之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质不同，

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实践中所产生的

结果。由此可见，欲化解这“古今中西”文化之

间的论争，唯有通过文化本身的沟通与交流之

途径，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并做到“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以宽广胸怀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

优秀成果。以中国为视角，“中华文明自古就以

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23]在中国处于汉唐

时期，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处于宋明时期，阿

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亦相继传入，利玛窦等人来

中国游学等等。与此同时，古代的中华文明也在

不断地传向世界各地，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

术、火药等等。当下中国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文化应开放包容，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推向更高的高度。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24](P108)因此，我们要力推世界各地文化之

间的互学互鉴、博采众长，并生并育不相害，抵

制和消解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冲突理论。同时，

习近平总书记还站在世界文明健康发展的角度

指出：“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

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伟业。”[25](P435)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提出，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负

责任大国形象，赋予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进步

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也为未来的世界发展描

绘了美好画卷。此理念的提出不仅涉及到世界

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涉及到文化方

面。它将在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建立

一个求同存异、互信互爱的文化共同体。因此

可以说，积极开展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推

进“第二个结合”，实现文化繁荣兴盛的题中应

有之义，同时也为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增添了

强劲动能。

秉持开放包容，促 进“古今中西”文化交 

流互鉴，倡导各国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既是当

下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入开展的关键一招，

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一剂良药，也为世界各

国和各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坦途。

尤其是在各种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文化

建设和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显

的今天，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并欣赏不

同文化的独特价值，已成为推动本国乃至世界

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通过秉持开放包容，促

进“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打

破“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偏见，在解

决当下世界文化发展冲突困境的同时增进各国

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构建各国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为各国文

化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文化交流互

鉴、多样包容之下，世界将会朝着更加符合人类

利益的方向发展，人类文明也将会达到一个新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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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文化建设，将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 

信”，推进了我国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取得历 

史性成就。在这一背景下，“第二个结合”既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 

学行动指南，也是对化解影响中国人民良久的

“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时代之钥。当然，“第二

个结合”的深入研究是个系统工程，未来需要学

术界从多维度构建研究体系。一方面，要强化理

论溯源，梳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遇、相融的历史脉络。从明清时期西

学东渐的思想碰撞，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以传

统文化为土壤接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系统

挖掘“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基因，揭示其必然性

与生命力。另一方面，要聚焦现实需求，针对当前

社会转型期的价值重构、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传

承、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创新等课题，提炼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晶，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方法论相结合，形成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

解决方案。同时，应着重关注“第二个结合”研

究方法的创新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无论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基于

“第二个结合”本身，其囊括的文献内容数量巨

大，梳理任务重而繁琐，可借助数字人文技术，

建立“第二个结合”专题数据库，运用大数据分

析传统文化经典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思想共鸣

点，绘制跨时空的思想图谱。在此基础上,还可

以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联合哲学、历史学、社

会学、传播学等领域学者，从不同视角解析“第

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在新时代新

的历史征程中，学术界应坚持文化自信，深入研

究和领悟“第二个结合”，更好地把握文化发展

规律的同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

加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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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o Resolve the Disput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PAN Zhu & CHEN Shengjun
Abstrac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s another major innov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is not only ref lected in the breakthrough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in its profound influence in terms of practical guidanc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offer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examining and resolving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the disput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which is inherent i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solving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debat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annot break away from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predecessors, its connotation will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and practice, and it needs to be 
observed and clarified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era.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resolving “the disput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lies in the alignment in content, 
integration in perspective and consistency i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mong them, whether from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or based on the high degree of fit between the two, it indicates tha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provides a great possibility for resolving this “dispute”. Therefore, under the uniqu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nd guided by “the second integra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ruct a cultural dialogue mechanism for ancient-modern and Chinese-Western exchange. We must also 
enrich the combination carriers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e also need to adhere to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ancient-modern and Chinese-Western traditions. Only by doing these, can we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in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and reach the real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and applying it, and integrating the essence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ract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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